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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科学传播。传统的科学传播是“赤字模式”，旨在通过科
普以填补公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这种模式割裂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对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
要求高而时效性要求低，缺少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这种传播模式的缺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显
露出来: 科学家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科学传播的相对忽视，影响了科学界对政府和大众决策所需知识

的供给; 在有限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用语与社会语言的隔阂，引发了大众对疫情风险的误解。因此，社会治理
体系建设需要科学传播从赤字模式向对话模式和知识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在传播中充分考虑社会情境与科学情境的差异，实现及时和有效的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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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公众
赋予科学家以重大期待。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科学
家都不可能在象牙塔中独处。科学与社会秩序紧密
相联，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时常波云诡谲。科学已经
内嵌于政治和社会之中，而科学传播实际上已成为

一种政治传播［1］。这一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治理中尤为凸显: 面对一个具有高度未知性和不确

定性的疫情，公众对科学家的期望非常高，对科学家

在知识开发与应用、专业判断与传播上都给予厚望。
然而，在疫情防控中，也有科学家个人、群体或其所
在机构受到公众强烈质疑。而如果科学家在公众信
任上遭到重创，不仅会极大地削弱传染病疫情治理

能力，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无知、恐慌、猜测的
蔓延。
当然，科学家蒙受公众的不信任，并非中国特有

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美国政府传染
病防治顾问福奇( Anthony S． Fauci) ，现任美国国家
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NIAID) 主任，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全美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医学研究院
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士、丹麦皇家科学与人文学院
院士，科学界声望隆崇，但依然有大批美国民众在游

行示威中发出了“解雇福奇”的声音①，成为曾荣获
普利策奖的名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
最新注脚［2］。
在疫情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科学与大众的关系

如何? 科学共同体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科学传

播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如何才能良好运作? 限于篇

幅，本文暂不开展跨国比较研究，而是基于对中国疫

情治理实践的分析，透过科学传播学的视角，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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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大众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的问题。

1 科学传播模式与社会治理需求

1． 1 科学传播与社会治理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揭示，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

规律和要求，科学界拥有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系统，

遵守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怀疑主义等四大准
则［3］，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业内转播

中遵循一整套公认的行为范式［4］，由此而成为一个

“科学共同体”［5］。
在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中，科学共同体发挥着

重要作用。首先，科学共同体是公共政策决策的
“知识合法性”来源［6］。科学家以专家、学者、顾问、
智库等多种形式，对政策制定者进行科学传播，为相

关公共政策议题提供专业的决策依据，为公共政策

的实施扫清认知障碍，从而深度参与到政策制定和社

会治理之中。其次，科学共同体承担着向公众的科学
传播职能，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提升公民的科学素

质，促使公民运用科学知识来提高生活水平，并提高

对所涉公共事务的专业理解以增进民主参与［7］。尤
其是在危害公众安全的环境和卫生领域，有效的科学

传播更为重要［8］，以防止简化的、残缺的科学知识被
政治力量误用或滥用［9］。因此，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公
众传播( 以下简称为“科学大众传播”) 已成为社会科
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公共管
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学者在这个领域耕耘，
已经产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10］。
科学大众传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

分为四个阶段( 参见图 1) 。首先，科学知识在专业
内进行传播; 其次，在科学共同体中实现跨专业传

播; 再次，走出科学界，实现在知识学习者中的普及;

最后，在大众中传播，进入到“大众传播”阶段。大
众传播的对象并不一定是知识的学习者，而只是以

实用主义的取向看待知识，冀望科学知识能帮助他们

根据自身偏好和价值观做出尽可能有利的选择。总的
来看，在这四个阶段的传播过程中，科学知识经历了一

个褪去微妙、隐晦和可争议性的过程，尽管对相关知识
中不确定内容的科学探索依然在继续［11］。
科学大众传播的四个阶段总体上是一个去不确

定性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知识必须在“绝
对正确”和“绝对确定”之后才可以传播。科学从开
始研究到得出结论、再到通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文章，是一个科学界内部社群治理的漫长过

程; 而且科学研究自身在研究假设、证据范围、循证
手段等方面的局限，也总是会产生结论的的不确定

性。但就社会治理的需求来看，尤其是突发性公共
危机事件面前，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在短时间内需要

有一定确定性的知识。因此，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科
学大众传播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如何处理科学知

识的“不确定性”问题。

图 1 科学大众传播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 Bucc M． Science and the Media: Alternative Ｒoute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1998: 13( 图形有所调整)

1． 2 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式
科学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困境可以从传播模式变

革中寻求一定的突破。依照科学传播学的研究成
果，科学大众传播模式有三种，即“赤字模式”( 科普
模式) 、咨询协商模式、共同生产模式( 参见表 1) ，而
这三种模式中不确定性知识的存在和影响程度也有

着显著差异。

表 1 科学大众传播的三种模式

传播模式 主要特征 传播重点 传播方式 传播目的 治理理念与场景

科学普及模式 单向、一次性 知识内容 赤字( 灌输) 知识转移 科学主义、技术官僚与知识经济隐喻

咨询协商模式 双向、互动性 知识内容 对话 探讨研究意涵 基于社会责任感的专业精神与文化

共同生产模式 多维、开放性 知识内容与语境 参与 共同设定研究目标，确定研究议程 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

资料来源: Bucc M． Of deficits，deviations and dialogues: Theorie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A］． Bucc M，Trench B．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200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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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模式即是所谓的“赤字模式”，由具备特定
知识的专家将内容明确的知识传递给缺少这些知识

的公众，具有单向性、一次性特征［12］。这种模式的
科学传播定位于科学家对民众的科学扫盲，以填补

大众在科学知识上的“赤字”，从而增进民众对科学
术语和概念的掌握、对科学过程的理解、对科技的社
会影响等知识的学习［13］。在赤字模式中，向大众普
及的科学知识具有简单明了的特征，不确定性荡然

无存。它具有科学主义和技术官僚色彩，惯用的
“知识就是力量”比喻也蕴含着科学拥有经济力量
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隐喻; 它去除不确定性的

做法，会抹杀所涉事务的复杂性，也会遏制决策层和

公众对相关事务反应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基于此不足，科学传播提出了“咨询协商模

式”，亦可称之为“对话模式”。这种模式本来更多
适用于科学家向决策者的传播，现在已经广及大众，

而决策者只不过被视为大众的一部分，尽管是负有

特殊使命的一部分。与赤字模式不同，咨询协商模
式下的科学大众传播具有双向性和互动性，需要科

学知识拥有者与受众通过“对话”的方式，不断探究
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意涵。在这种对话中，科学知
识内容中的不确定性并未遭到抹杀，而科学大众传

播也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所在，且这种责任感已成

为专业精神和科学文化的构成部分。
更有甚者，随着社会经济生态的演变，科学大众

传播转向“共同生产模式”。在这种传播模式中，科
学家不仅需要专注所传播的内容，还需要深刻了解

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情境，与受众共同探究科学知

识的社会意涵，并基于对公众的关切来设定科学研

究和科学传播的议程。这时，知识内容的不确定性
不仅不会遭到消除，反而会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

的议题，从而为公共事务的社会治理保留风险管控

要素。
就社会治理需求来看，共同生产式的科学大众

传播模式正是治理理念与实践转型的一种反映，即

从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科学化、技术官僚式治理转型
为参与式的社会治理。知识共同生产模式的兴起，
在客观上侵蚀了科学共同体中固有的权威形成机

制，冲破了间隔科学共同体内外的帷幕，给科学大众

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但也对科技的社会影响

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14］。当然，共同生产模式的
提出，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或理想化色彩。当公众科
学精神和素养尚未大幅度提高、以传播科学为取向

的社会媒体尚未高度发达、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界之
外的社会组织尚未建立制度化互动网络之时，共同

生产模式尚处在社会建构早期。
那么，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国实践中，

科学大众传播呈现出何种格局，其中哪一种科学传

播模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或呈现出哪些不足?

下文拟从科学传播的知识和情境两方面，展开对科

学传播如何应对不确定性、以及本次新冠肺炎疫情
科学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的讨论。

2 科学大众传播的知识要求: 基于决策的知
识供给

2． 1 知识生产的高效率与风险预警的低效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中，尤其是在早期风险

预警和初期应急管理阶段，中国公共政策决策者以

及公众急需的一项科学知识即是对新冠病毒是否

“人传人”的判断。这个判断的得出，从 2019 年 12
月中上旬武汉医疗机构开始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

例，到 12 月 30 日武汉市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中心
正式发布文件要求关注并采集不明肺炎样本信息，

再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由钟南山代表国家高级专家
组确认“人传人”的存在，花费了三十余天时间。这
一判断的得出，包含三个现实中相关关联、但在分析
上可以分开的过程: 一是对不明肺炎致病病原的确

认; 二是对人际传染性的确认; 三是有关传染性的科

学大众传播。
事实上，就第一、二个过程而言，中国的病毒科

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对新冠病毒以及新冠肺炎进行了

高效的研究。在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之后，确认
病原的科学研究很快就完成了。中国病毒学家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找出了疫情病原体，明确了致病病毒

的归类，并很快完成了病毒的基因测序，研究成果在

国际学刊上快速刊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永
振团队 1 月 7 日向国际顶级科学学刊《自然》( Na-
ture) 投稿，表明该病毒是一种与 SAＲS 具有相似度
的新的冠状病毒。这篇论文于 2 月 3 日正式发
表［15］，并早在 1 月 11 日就在网上公布了病毒的基
因信息。1 月 24 日，由中国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
医院、湖北疾控中心等机构成员组成的中国新型冠
状病毒调研组在国际权威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
学学刊》( NEJM) 上发表论文，对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收治于武汉金银潭医院的 3 例新冠肺炎病人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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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以及新冠肺炎病原体的情况进行了详细

描绘［16］。
中国病毒学家的高效科研与中国政府的快速信

息分享，赢得了国际学界和舆论的赞叹。美国《时
代》周刊 2 月 6 日在其官网上发表了知名病毒学家、
有“埃博拉侦探”之美誉、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哈
佛大学博德研究所的帕蒂斯·撒贝缇( Pardis Sabe-
ti) 所撰写的文章，称“在病毒报道出来后几周，中国
科学家迅速分离出病毒，进行基因组测序，并与国际

研究共同体共享数据，加快了发展诊断、疫苗和治疗
方法的全球性努力”［17］。
因此，可以说，2019 年 12 月出现在武汉的不明

原因肺炎，到 2020 年 1 月上旬，就不再是病原“不
明”的疾病。但在当时依然不大明确的，是这个病
毒的传染力和传染渠道的细节。可是，既然这一病
毒与 SAＲS、MEＲS 有近亲式的“平行”关系，其人际
传染性风险无疑是存在的，也是值得警惕的，仅凭常

识就可做出这一判断并发出某些预警。因此，对新
冠病毒存在人际传染性做出科学判断与风险预警是

一回事，但对人际传染性的细节加以科学确认又是

另一回事，但后者的细节不确定性并不应该成为阻

碍前者的理由。而尽早就新型病毒的传染性做出判
断，并及时告知决策层和公众，将会成为疫情防控的

重要助力。
2． 2 应急管理决策中科学传播的滞后性
在疫情病原体确认之后，中国科学家继续就新

冠病毒的人际传染性展开了研究，并很快得出一些

初步的结论。最早的研究成果发表于 2020 年 1 月
24 日。当日，国际权威性医学和公共卫生学刊《柳
叶刀》( Lancet) 发表了由武汉金银潭医院黄朝林团
队和香港大学微生物系袁国勇团队发表的论文，前

者分析了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2 日武
汉收治的 41 个病例的临床数据［18］，后者分析了深
圳香港大学医院一个家庭聚集性病例( 在这个六口

家庭中，5 位感染，其中 1 位未去过武汉，另外 4 位
去过武汉、没有海鲜市场或动物接触史但其中 2 位
曾去过武汉的医院) ［19］，都确认了新冠病毒传染性

的存在。
可关于新冠病毒人际传染性的科学大众传播，

在 1 月 20 日之前却付之阙如，即便是向决策者的传
播，相关情况直到今天也不甚清楚。据报道，无论是
复旦大学病毒学家张永振，还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

家袁国勇，都将其研究发现“立即报告了相关部

门”，即通过书面报告分别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
福和广东省疾控中心通报［20］。但迄今为止依然不
清楚的是，这些向相关部门的“报告”就新冠病毒的
人际传染性做出了何种预警。另一个不大清楚的事
实是，来自武汉医疗机构一线的新冠肺炎病例人际

传染性的研究成果，何时以何种方式传播给了武汉

和湖北的疾控中心、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
然而非常清楚的是，这些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

没有及时转化为对公众的信息披露和风险预警。由
于公众对新冠病毒人际传染性的知识“赤字”，1 月
中旬大规模人群聚集活动开展的热度未能降低。科
学家在向大众传播科学新发现上的谨慎、滞后和限
制，给疫情防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钟南
山团队的一项研究，如果“封城”等强制措施能够提
前 5 天在武汉实施，4 月底的总感染规模就会降低
约 66． 4%［21］。
这种科学知识传播上的滞后性，在 1 月下旬和

2 月初引发了公众对科学家的强烈不满。2020 年 1
月 29 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署名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显示: 2019 年
12 月中旬一些不明肺炎的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
生人际传播，在 1 月 1 日至 11 日，已经有 7 位医务
人员感染［22］。这篇文章刊发之后，马上引发民众对
疾控中心的口诛笔伐，认为是专家组为了抢发论文

而刻意隐瞒真相，使得武汉卫健委持续发布新冠肺

炎“没有人传人”的结论，延误了疫情防控。1 月 31
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发表文章的说明》，解释说这篇文章采用的是“回
顾性分析”方法，即科学家获得的数据是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上报的确诊病例信息，而关于 12 月下
旬已经发生人际传播的观点也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

资料所做出的回顾性推论，而不是疾控中心专家在

当时做出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23］。
可是，这一声明未能平息公众的不满。关键在

于，中国疾控中心自 2019 年 12 月底就派出多批专
家前往武汉进行调查，或协助当地开展调查，但当时

的调查结果究竟是什么，不仅当时没有以恰当的方

式进行科学传播，迄今为止也不为外界所知。许多
民众通过各种自媒体，吐槽科学家未能及时将调

查研究发现向大众公布，而是忙于写论文发表，尤

其是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认定此举有向国际( 洋

人) 公开信息却对国内公众隐瞒的嫌疑。与此同
时，科技部对这一问题的表态与公众的不满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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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共振。就在中国疾控中心 NEJM 论文网上发表
的当晚( 1 月 29 日) ，科技部在其官网发布了一条
标题为“科技部提出: 科研人员要勇挑重担，全力
投入科技攻关任务，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的短消息，提及《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要求科研单位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工作，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

力放在论文发表上。《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
经济周刊》记者 2 月 1 日在该刊微信公众号发表
长篇报道，对中国疾控中心 NEJM论文引发的公众
争议、科技部的反应以及中国疾控中心的回应等
进行了详细的记载［24］。
中国疾控中心论文争议激起了自媒体世界的众

声喧哗，其中大量声音夹杂着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

以及对高福院士的人身攻击。在失焦的众声喧哗
中，真正的问题却几乎从未得到探讨甚至从未提出，

即有关疫情防控的科学知识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向

决策层和公众传播。可以说，这个问题在疫情社会
治理体系中即便不在核心位置，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在突发疫情所引致的公共危机面前，科研发现对于

抗击疫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公众赋予高度期

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科学大众传播的滞后
性使公众将矛头指向科学家的能力和动机，极大损

害了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形象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可

信度，对疫情治理带来了负面影响。科学传播本身
的治理及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个值得

大力研究的社会科学课题，亟待纳入科学的社会研

究( 即科学学) 的知识体系之中。
科学研究总是面临着不确定性，科学知识在不

同的时间总是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科学研

究成果的确认与政策制定的时间要求总是存在着一

定冲突［25］。但就决策来看，政府和公民决策“临界
值”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并不一定会受这个不确定性
的影响，因此科学家不能因为这个发现还不是“绝
对正确”而选择不传播，或者只在科学共同体内部
传播。而要解决这个不确定性的“困扰”，实现科学
知识在科学治理中作用的及时和有效发挥，就必须

在科学家、决策层和公众之间建立有效对话机制，让
科学家可以了解决策层与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并据

此提供决策相关的科学发现或给出专业判断，且对

其研究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决策进行一定

说明［26］。

2． 3 科学大众传播的情境要求: 科学术语的社会
转换

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产出有其特殊范式，形成了

一套行内语言规范。这种科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之间
的差异会使赤字模式下的科普，在公众方容易产生

枯燥、难以理解以及误读等问题; 而这些偏误有可能
由于传播的单向性而放大，且科学家主导的传播容

易陷入科学共同体自身的惯习而无力自我纠正。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治理中，由于涉及到病

毒学、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等专业内的诸多术语，
政府和科学家在发布的公告和声明中对这些术语的

不恰当运用，引起了公众的误解，在事后带来了诸多

批评指责。例如，在 2020 年 1 月中上旬，就武汉发
生的病毒性肺炎疫情，专家表示处于“可防可控”状
态［27］。对于疾病的传染性，当地卫健委一开始表
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
据”［28］; 随后这一表述被修正为“尚未发现明确的
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

传人的风险较低”［29］。
这些表述单纯从科学情境下看，尤其是在统计

学意义上，似乎并不存在重大问题。但从社会情境
来看，则存在着淡化风险的可能。例如，武汉百步亭
社区的工作人员事后表示，在 1 月初就听说了肺炎
的消息，但专家说“可防可控”，卫健委发布的通报
是“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所以觉得这个病没那么严
重，故而没有取消“万家宴”［30］。这个案例暴露出
中国科学家对科学大众传播的准确性要求存在着理

解和实践偏差。
首先，科学传播必须在保持科学严谨性的基础

上向公众传达准确的信息。在对“人传人”的判断
上，依照统计学逻辑，如果样本量不足而无法得出具

有统计显著性的结论，那么准确的表述应该为“尚
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而不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现象”，这意味着需要保留对案例追踪继续扩大后
可能出现的新证据的话语空间。其次，科学家对于
“可防可控”的代价，并没有在当时加以说明，而是
事后对质疑加以辩护性解释。再次，对于处在科研
进展过程中的信息，科学家在传播过程中理应对可

能的变化给予说明，进行风险提示，譬如可以说，

“限于当前的研究样本规模，不排除有人传人的可
能，需要进一步追踪观察”，以此来提请公众注意防
护，保持警惕。
因此，有效科学大众传播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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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工作在公众话语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认

知［31］，采用不会引起公众误解的方式来传播知

识［32］。而如何让“象牙塔”的科学家从公众角度思
考和解读知识，仅靠科学家“接地气”的能力是不够
的，而是需要科学大众传播从“赤字模式”转型为
“对话模式”［33］，甚至“共同生产模式”。在此过程
中，负有科学传播责任的科学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

动，都要倾听公众声音，了解公众词汇和关注重点。
更进一步，科学传播需要从科学与大众分立的“单
向”思维转变为“共同体”思维，在科学传播中更多
纳入对公众需求和反应的考量，及时发现科学传播

与公众理解的偏误之处，共同生产出社会治理所需

求的知识和信息。

3 思考与总结: 社会治理中的科学传播模式
转型与升级

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镶嵌在社会实践、话语、
工具和制度等社会实在之中，与社会共生而存

在［34］，科学传播需要面向社会提供基于决策需求的

准确知识。随着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进步和社会治
理精度要求的提高，科学传播模式也需要随之变化，

将其治理变革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之中。
传统上，我国科学传播采取的是“科普模式”，

注重从科学扫盲的实用主义视角来界定科学传播。
这使得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

都将科学活动分割为科技创新与科学传播两大类，

预设了两者之间的位置高低，将科学传播置于低端

定位上。在这种局面下，科学传播是一种静态行为，
而传播内容也是在科学上加以“适当简化”甚至以
牺牲科学性为代价的有损作品。这种对科学传播的
低端化处理，影响了科学家对科学大众传播的重视

和传播能力，对科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

带来了不小的障碍。而此次疫情爆发就集中暴露出
这种传统模式的缺陷。
突发疫情下，公众对相关的病毒学、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等学科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都提出了时效性

和准确性上的高要求。但在科普式科学传播思维
下，科学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传播角色受到两大局限:

一是传统科普模式对科学知识传播的“绝对准确”
要求，使科学家将其精力重点放在科学知识在科学

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上，忽略了政府与公众在防控决

策上的知识需求; 二是传统科普的单向模式，对科学

家传播术语不当所引起的社会理解错误缺乏反馈和

纠错机制，造成了科学传播的“南辕北辙”。但这两
大问题都可以归为一点，即传统赤字模式对科学知

识生产与传播过程的割裂，使得科学家专注于知识

生产而没有明确的科学大众传播义务，且在向大众

科学传播时缺乏经验和对社会诉求与反应的重视，

使科学传播在传播意愿和能力上都受到掣肘。
因此，随着现代社会治理复杂性和专业性的提

升，传统科学传播的“赤字模式”对科普简单性与确
定性的追求，已经难以满足政府治理和公众决策需

要［35］。它既难以应对和处理应急式科学知识生产
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给了科学家回避其在社会
治理中的知识供给和传播责任的借口，影响了科学

与社会的共生关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亟需科学传
播模式的转型和升级，从传统的科普、赤字模式向知
识协商和共同生产模式转型，融合科学知识创新和

科学大众传播过程，让科学知识能够更及时、更有效
地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科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

用，让科学家在突发事件面前不断收获公民的信任

而非“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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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the publ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GU Xin1，GUO Feng － lin2

(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nd Diplomacy，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Effecti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essential to social governan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sci-
ence communication is" deficit model"，which aims at filling up the deficit among the public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This model cuts
off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equires high accuracy and low timeliness of the communicated knowl-
edge，and includes little of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The faultiness of the model have been exposed in the
governance of COVID － 19 outbreak in China: the scientists＇overwhelming emphasis 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lative ignora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damaged the knowledge supply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decision; in limited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the estrangement between scientific expression and social language brought about popular misunderstandings of risks in
the epidemic． Therefore，the building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needs the transi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deficit model
to the dialogue model or the co － production model，integrat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and
fully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and scientific contexts during communication，so as to achieve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scienc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tific community; social governance; COVID － 19 epidem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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